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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榔约到村规:苗族村寨生态治理的实践 

邢一新
1
 

【摘 要】: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地方自主治理对于有效承接国家生态治理政策,实现国家

与地方生态“双向联动”共治的良好局面至关重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寨生态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传

统村寨以寨老权威为治理主体,以生态榔约为治理规则,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稳定､良好的互动关系｡面对土地承包

制引发的林地生态问题,村庄首先重启寨老组织解决生态失序问题,继而实现寨老组织的转型发展,形成以村民自治

为主､寨老治理为辅的共治主体结构｡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生态榔约,结合当下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形成新型生态规

约并不断修订完善,重现了村庄良好的生态风貌,重塑了村庄的生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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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当前,生态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积极有效地推进生态治理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传

统意义上的生态治理由政府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自上而下地推进,①而地方社会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国家与地方之间缺乏有效

的沟通机制,影响了生态治理的效果｡事实上,地方社会蕴藏有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以及经过历史沉淀而保存下来的规则体系和

共识系统｡②经过正确引导与选择,地方智慧能够发挥其巨大潜力,促进国家生态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随着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要求的提出,地方生态自主治理的探索和实践日益被提倡和重视,以期实现国家与地方生态“双

向联动”共治的良好局面｡ 

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虎河村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历史上属于典型的“生苗”聚居区｡“生苗”的称

谓最早可能出现于元朝,③是中央王朝便于区别制定治疆策略而划分的,指的是苗疆偏僻地区未服王化､风俗迥异的地方｡然而今

天站在生态与社会的关系角度重新审视“生苗”的意蕴,则具有多重内涵｡一则,“生苗”之“生”,带有“生食”之意,即该地

区苗族人民的饮食习惯以“生吃”为特色｡生食方式带有鲜明的自然性,④2既反映了该地的自然环境特征,也表现出该地区人们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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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的生活特性｡二则,“生苗”带有“荒”“蛮”的意象,这种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地势险峻､人迹罕至而导致的,而

非意味着其“无制令”“无纲纪”｡恰好相反,因其生产､生活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村寨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生态管护办法｡

以虎河村为例,传统时期,村寨以寨老权威为治理主体,围绕对生态的保护形成了生态榔约,既注重对村民生态意识的教育,也对

违规破坏生态者严厉惩罚｡在此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的规训中,村庄生态与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随着社会发展,“生苗”称谓被破除,“生苗区”融入国家统一治理秩序中｡虎河村注意吸收和萃取其生态治理优秀传统和

有益经验,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传统寨老组织与现代乡村治理组织的共融,以及传统生态榔约与现代村规民约的共构,促成了

村庄生态治理秩序的转型发展｡虎河村的生态治理实践对于当前中国地方生态治理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寨老制下的生态规训 

历史上的虎河村处于“化外生地”,与国家“不相统属”“各自相安”｡依靠寨老权威,以生态榔约为治理规则,村庄形成了

一套独特的､适用于理顺当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治理办法｡ 

(一)寨老制及其村庄治理 

寨老,黔东南苗语称为“nfud lul”,为“智者”“师长”“长老”的意思｡寨老是苗族社会内生的自然领袖,在国家政权未

深入苗族社会以前,寨老一直是管理和维持苗族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核心权威｡ 

一个村寨中通常有多名寨老,一片地方(包含若干个村寨)也存在着不同等级的寨老｡单个自然寨中的寨老也被称为“榔

头”“勾往”,负责管理本村寨的一切事务｡一片地方的寨老,又称为“勾珈”,除了对其所在的村寨负责,还要维护其管理区域

内各村寨之间的正常秩序｡ 

寨老既非官方指定,也非世袭而定,大多是自然形成､自然消亡的,取决于寨老个人的能力水平｡当某人品行端方,德高望重,

热心公益,且通晓古理古规,具有能言善辩之才时,村民会自发地邀请他处理村中的大事小情｡久而久之,他便成为了寨老｡如果没

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寨老可以一直继任下去｡当村民有事不再找他处理的时候,他的寨老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丧失了｡ 

寨老是村寨的“自然领袖”,承担着管理村寨重要的责任｡首先,寨老最重要的职能当属订立和执行规约｡寨老在全面把握本

村寨面临的问题后,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决定是否制定或修改规约｡之后,召集村民举行议榔会议,以埋岩或讲理的方式,向大家

公开宣布所订的规约,并引导村民严格遵守｡若涉及与其他村寨有关的问题,本村寨老解决不了的,则会上报“勾珈”,由“勾

珈”决定是否在本区域内召开议榔会议｡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寨老负责纠纷调解,维护村寨正常秩序｡村庄生活中难免发生纠纷,当产生纠纷时,需要寨老凭借丰富的

经验和智慧来进行判断､调解｡历史文献中对寨老调解纠纷的记载最为丰富和生动,既有寨老以芭茅“草筹”为工具“记筹断

案”的情境,①也有寨老以琅琅上口､明白易晓的《婚姻调解理词》为依据调解婆媳纠纷的场面｡②3当遇到疑难案件或纠纷双方争执

不下､不服从调解的情况时,寨老会采用极端的“神判”手段进行处置｡通常采取的“神判”办法有砍鸡头､烧汤捞油､看鸡眼､占

卜等形式,要请村寨的鬼师主持仪式｡对于神判的结果,不存在争议､抗辩的可能,无论结果如何,双方必须接受｡ 

再次,在村寨宗教和文化活动中,寨老负责组织筹办各项活动｡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历来有着十分丰富的宗教文化

活动｡寨老作为最熟悉村寨历史和苗族传统文化的人,对各项仪式活动的程序､内容等最为清楚,因此肩负着非常重要的组织､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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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和主持活动的责任｡ 

最后,在村寨的对外关系方面,寨老既负责村寨之间的一些联络交流活动,也在必要时组织军事防卫,抵御外侵｡苗族村寨之

间往往由于同宗共祖的兄弟关系,或者通婚联姻而形成的姻亲关系,而存在一些日常交往｡尤其在鼓藏节等以地缘为单位举办的

重要节日中,村寨之间的交往显得越发密切｡此时各个村寨的寨老就要聚在一起商讨节日的诸多事宜,从日期安排､仪式流程到宴

请名单､人员安排等,事无巨细,一一商定｡寨老组织军事防卫的功能在苗族迁徙历史中比较多见,因为那时的苗族先民在漫长的

迁徙岁月中饱受外侵,需要依靠寨老来团结和带领族人抵御侵扰,维护自身安全｡ 

(二)村庄的生态榔约 

一个民族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其维持社会规则的生成可以看作是直接或间接适应环境的结果｡苗族人民世代久居山地环境

之中,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苗族独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与自然互动共生的过程中,苗族社会形成了大量合理利用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规约｡由于传统生态规约的呈现形式复杂多样,本文选用“生态榔约”一词来总结概括,在苗语中,“榔”意为“公

约”｡生态榔约既包括经过严格的议榔程序而订立的榔规,也包括古歌､古理､禁忌､习俗等民约｡ 

依据不同的标准,生态榔约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依据生存领域划分,可分为生产型和生活型生态榔约;依据调整对象划

分,可分为森林､水源､田土､动物资源保护型生态榔约;依据规约载体划分,可分为口承型､岩规型生态榔约等｡然而应该意识到,

生态榔约在实质上是具有调整功能的习惯性规范,主要作用在于控制人类的利己本能,修正人们的行为,达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相处｡为达成这一目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生态榔约通过发挥正性强化和负性强化两种不同的功能实现了对村民行为的规训｡

据此标准,可将生态榔约分为教化型和惩戒型两种类型｡其中,教化型生态榔约主要发挥正性强化功能,通过肯定和鼓励人们的生

态保护行为,以及引导､普及和深化人们的生态意识等,推进人们趋向或重复合理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行为｡惩戒型生态榔约则

发挥其负性强化作用,通过禁止､约束和严厉惩罚人们的生态破坏行为,来防止人们做出重复此类的行为,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 

教化型生态榔约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知识,蕴含有朴素的生态意识,具有鲜明的扬善特征｡典型代表为苗族古歌和古理｡苗族

古歌是苗族神话､诗歌和史诗的总称,被誉为“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苗族古理则是载有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发展变

化规则和原理的诗歌,被誉为“苗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就内容而言,这两部“百科全书”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生态意蕴｡ 

其一,万物有灵｡万物有灵的根本内涵在于人格化的灵被赋予事物,①即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意识､意志､情志等

被认为是万物共有的特征｡基于这种认识,苗族人民在处理人与自然间关系时就会推己及人,想象一旦做出伤害自然的举动,自然

也会像人一样苦痛､难过,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的作用｡在苗族古歌古理中,万物有灵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所有出现

的动物､植物,甚至生产工具等都具有人类的喜怒哀乐情绪,而且这些事物可以是人类的家人､伙伴,都可以用同一种语言和思维

方式进行沟通交流｡例如,金和银可以像婴儿一样出生,也要像婴儿一样在出生第三天举行“出门见天”②的仪式;风的灵魂在风

箱;日月耳朵聋听错了运行的时辰造成人间的灾难等｡ 

其二,万物平等共存｡在苗族古歌古理中,人类与其他自然万物都来自于共同的始祖——蝴蝶妈妈,因此人与万物实际上表现

为有差异但本质共同的关系｡基于这种认知,苗族人民并不将自己视作自然的主宰,而是认为万物都是平等共存的关系｡例如,在

《运金运银》歌中,对于金银的流向,苗族先民伤透了脑筋｡因为“若从菜园走出去,园子菜叶多又多,也怕菜叶遭踩落｡若从竹林

走出去,竹林里头竹子多,也怕竹节遭踩折｡不知从哪边出去好?若从秧田走出去,秧田里头秧苗多,也怕踩断稻秧苗”｡③ 

其三,遵从自然规律｡古歌古理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观,④充分体现了苗族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和认知｡例如,苗族

古歌开篇即提出先民对于世界本源的追问,认为“水汽”是世界的本源｡⑤这种认知并非是心因性的,而是与苗族先民早期生活的

河湖平原环境有关,呈现了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在对自然规律认知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也必须依从自然规律｡古

歌中展现了大量此类内容｡例如,《栽枫香树》歌中记载了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来播种和栽树,否则就会产生不良后果｡“枫树要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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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旁……杉树要栽在西冲……松树要栽在山湾……”;“枫树栽的不对头……一朝萎缩小三倍,三朝萎缩小九倍,枫树萎缩小

七抱”｡⑥ 

与教化型生态榔约不同,惩戒型生态榔约明确规定了禁止型行为及其违规后果,具有鲜明的“惩恶”特征｡典型代表为生态

榔规和自然禁忌｡ 

生态榔规经由议榔⑦程序产生,调整对象涉及山林､水源､田土､动物资源等方方面面,可谓是“千种都入规,万样都有约”｡⑧4

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以“罚榔”①的办法明确禁止村民从事某种破坏生态的行为,清楚地限定了人类行为的边界｡“罚榔”即为

对违反榔规者做出惩罚,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行为对应不同等级的惩罚｡ 

首先,最常见的是财产处罚,包括罚款和罚物｡例如,“议榔育林,议榔不烧山,大家不要伐树,人人不要烧山｡哪个起歪心､存

坏意,放火烧山岭,乱砍伐山林,地方不能造屋,寨子没有木料,我们就罚他12两银子”②｡若村民的生态破坏行为较为严重,则还需

另外罚物｡例如,对跨田埂捉鱼､跨水塘捞虾的行为除了罚款外,“还要水牛赔礼,还要猪杀敬鬼”｡③ 

其次是名誉惩罚,是对违规者公开实行的羞辱性惩罚｡例如,“谁若做兽行……捆他来对榔规,捉他来对场约,捆来给众人看,

捉来给大伙瞧,定拿他来罚榔,定拿他来游场”｡④名誉惩罚的效果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因为在村寨这个“熟人社会”中,“如果有

人被游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会拿这个(游场的事情)说道理｡不是你游完了,就罚完了,还要被说很久的｡”⑤ 

级别最高的处罚涉及对身体和生命的处罚,一般很少使用,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违反榔规､违悖盟誓且屡教不改,或者破坏了

村寨风水山､风水树等极为重要的生态资源的村民｡例如,对违悖榔规盟誓的人要“捆在鬼岭上砍,捆在神坡上杀｡要他的颈子断,

要他的脖子折,要他的肉涂地,要他的血浸沙”｡⑥如此严厉和残酷的刑罚能够直接震慑人们的内心,抑制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 

与生态榔规作用在可预知的外在行为及其结果不同,自然禁忌的惩戒性更具神秘色彩,“禁止的和抑制的行为在外观形态上

通常也是无所表现的”,⑦作用层面在于精神和心意之中｡⑧对自然的禁忌感有助于人们形成崇拜､敬畏､感激和顺从之情,进而有

利于保持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生命力,与自然协调相处｡ 

自然崇拜禁忌涉及对风景山､风景树､水源､动物等方方面面｡例如,风景山､风景树被认为是护寨神灵和祖先,严禁任何形式

的破坏和玷污｡平时“除了祭祀以外,禁止在风景山中做任何活动”,⑨即使“风景树死掉了,也要按它死掉时的样子保持在那,不

能挪动,更不能拿回家烧柴｡”⑩再如一些生产活动中的禁忌｡在农作时,将自然生态视为统一整体,认为“封河才有鱼,封坳才生草,

封山才生树”,因此严禁破坏任何一环而影响整体｡ 

三､共治背景下的生态村规 

                                                        
4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②苗族新生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早晨,要杀公鸡一只,煮鲤鱼三五条,举行出门见天仪式,请家族众人吃饭,给孩子取名｡ 

③燕宝:《苗族古歌》,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④石朝江:《中国苗学》,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⑤燕宝:《苗族古歌》,第7页｡ 

⑥燕宝:《苗族古歌》,第458页｡ 

⑦议榔,黔东南苗语称“ghedhlangb”,译为“构榔”或“勾夯”｡其中“构”是“议定”的意思,“榔”是“公约”的意思,议

榔之意也就是“议定公约”｡议榔的程序完整而庄重,先后经过埋岩､寨老讲理､民主讨论､民主决议､喝血酒歃盟､分祭祀肉等几

个环节｡ 

⑧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贾》,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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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总体性支配”⑪5的管理格局使得村寨自治的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寨老组织与传统榔约一度

遭到全面打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逐渐从乡村社会中后撤､上移,以“隐形在场”的方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形塑,以村民自

治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开始建立和推广｡与此同时,社会文化氛围也趋于宽松,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开始有效

推行｡在此背景下,传统社会治理资源获得了复苏的空间｡ 

在虎河村,面对土地承包制引发山林滥伐的“私地悲剧”,寨老组织被重启和再利用,以制定应对措施,稳定村庄大局｡在此

后的村庄治理实践中,虎河村一方面完成了寨老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将其与村民自治制度融合,形成“村治为主､寨老治理为辅”

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生态榔约,推进村庄现代生态规约的制定和出台,村庄生态秩序得到全面恢复和良性发

展｡ 

(一)山林承包引发“私地悲剧” 

改革开放以后,耕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农村非种植领域也迅速仿效耕地改革的

办法,将承包责任制贯彻到林､牧､副､渔等领域中｡ 

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虎河村于1982年春天开展山林承包分配工作,除了村寨最高处的风水林和千年古松群以外,其余的800

多亩林地都按照“远搭近､好搭坏”的方式均分到户｡然而与土地承包后稳定良好的经营局面不同,虎河村分林到户后相继发生

大面积的偷砍､滥伐现象,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而且引发了无休止的林地纠纷,社会治安岌岌可危｡ 

缘何耕地承包之后呈现出有效经营的局面,而山林“化公为私”则带来了乱砍滥伐的“私地悲剧”?①究其缘由,主要在于三

个方面｡ 

一是经济利益的直接刺激｡20世纪80年代,木材是黔东南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其收购价格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不少｡

1982年,雷山县每立方米杉木的价格达38元,较之以前提高了近两倍,松木的价格也提高了近一倍｡②农民“以木换钱”的收益十

分可观｡木材换得的钱财除了直接改善生活以外,还可以充抵“三提五统”的费用,降低家庭负担｡如此一来,受到丰厚经济利润

的刺激,一些村民开始有了“不砍白不砍”“砍自家树不打紧”的想法｡ 

二是国家林地政策的反复增加了农民的不信任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分林到户以前,国家林地政策反复变动｡先是

1950年土地改革时分山到户;接着自1953年农业合作化开始以后将山林收归集体;1960年国家调整林业政策,承认农民的“自留

山”以及房前屋后的林木所有权,实行“谁造谁有”;1966年开始重又收归山林至集体｡在如此频繁的政策变动之下,1981年分山

到户以后,村民担心林业政策又将产生变化,加之林木生产周期长､见效慢,村民干脆将眼前可见的林木砍掉换取钱财｡ 

                                                        
5①王凤刚:《苗族贾理(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②石朝江:《中国苗学》,第89页｡ 

③吴德坤､吴德杰:《苗族理辞》,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④王凤刚:《苗族贾理(上)》,第45页｡ 

⑤虎河村村民李志忠访谈｡ 

⑥吴德坤､吴德杰:《苗族理辞》,第280页｡ 

⑦任聘:《中国民间禁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⑧任聘:《中国民间禁忌》,第5页｡ 

⑨虎河村村民李五访谈｡ 

⑩虎河村村民文山访谈｡ 

⑪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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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传统林地资源管理体系的弱化｡传统林地资源管理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社区层面｡尤其在西南山区的苗族､侗族等村寨中,

村民祖祖辈辈“坐山､吃山､用山”,围绕山林使用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组织､制度与信仰知识,构成了一个“知识-实践-信

念的综合体”,③十分有效地起到了管护森林的作用｡然而在分山到户以后,林地组织方式变得“小农化”④,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

规则日益瓦解原先以生态为导向的保护规则,林地“共有共管”的秩序遭遇挑战,资源使用的矛盾和纠纷也因此被激发,林地生

态失序与林地纠纷激化的双重后果就此显现｡ 

(二)村庄治理体系的重构 

为解决山林砍伐引发的村庄失序问题,虎河村决定重启传统的寨老制度｡1982年冬天,虎河村在寨头的芦笙场上召集村民集

合,宣布恢复寨老组织,并请原寨老李平继续担任该职务｡之后,由李平宣理讲规｡会议结束后,全体村民杀猪分肉,共进“教育生

活餐”｡自此之后,砍伐山林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林地纠纷经过寨老的调解也有所缓和,村庄秩序逐步恢复｡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的通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同时肯定了村民委

员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表明国家开始在乡村社会建立“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新的治村模式｡⑤6在这一背景

之下,苗族村寨中相继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建立起村民自治制度,寨老则退出了村寨权威体系｡而经历过村庄失序波折的虎河村已

经深刻认识到寨老权威的重要性,基于政策和法治环境的日渐宽松,虎河村完成了寨老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

主､寨老协助治理的治村格局｡ 

转型后的寨老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融合集中体现在其功能表达上｡历史上,寨老全权负责制订和执行规约､调解纠纷以及

组织宗教文化活动,而在现代乡村社会则由村委会代而行之,寨老从旁协助｡其一,在制订村规民约时,寨老是重要的参与者和主

持者｡由于寨老熟知古理古规,经验丰富,因此在制订规约时充分采纳寨老的意见有益于保证规约的合理性｡另外,寨老对议榔的

程序和仪式十分熟悉,能够协助村委会顺利完成现代议榔｡其二,在调解纠纷时,寨老与村委调解委员会共同在场完成调解工作｡

由于寨老的威信较高,经验丰富,熟知村寨历史､田土边界等,能够协助村委会取得较为圆满的调解结果｡若矛盾双方执意不服调

解,寨老还能够发挥“神判”主持人的功能,定纷止争｡其三,在组织宗教文化活动时,寨老是重要的“文化顾问”,能够协助村委

会进行规划流程､仪式､人员物资配备等工作,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村庄生态规约的创新 

随着村庄治理体系的重构,治理规则也随之发生了深刻改变｡虎河村针对不同时期村庄面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断调整和

修改现有规范,创新发展了新型生态规约｡新型生态规约实现了对传统生态榔约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鲜明的发展特色｡一方面,坚

持国家法治引领,贯彻国家法治精神;另一方面,沿袭继承传统生态榔约的有益成分,并依据时代发展要求加以调整优化,保持了

其生态自治习惯和特色｡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陈出新,探索传统教化型生态榔约的现代表达方式｡苗族古歌､古理等传统教化型生态榔约不仅承载了大量宝贵的生

态知识､生态经验,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也与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继承发扬这

一优秀传统无疑有助于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水平｡然而由于古歌､古理使用的是苗族传统古调和古词,与日常生活用语截然不同,

而且纯粹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离世,以及新文化的强力冲击,古歌､古理已面临生存危机,更遑论其教化功能

的发挥｡ 

                                                        
6①陈阿江､王婧:《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学海》2013年第1期｡ 

②贵州省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雷山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3页｡ 

③朱冬亮:《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④陈阿江､王婧:《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学海》2013年第1期｡ 

⑤郭亮:《桂西北村寨治理与发秩序变迁》,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2011 年,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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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河村在充分萃取古歌､古理生态思想内核的基础上,赋予其贴合当代村民文化认知特点的表现形式,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

果｡例如,赋予古歌､古理中的内容以诗歌､谚语､故事､顺口溜等形式,使之宣扬的生态知识和伦理更容易被村民接受｡“江山是主

人是客”“人怕落头,树怕断尖”“山坡无树,沟谷无水｡树木砍光,天旱土干”等谚语,以及蕴含农作规律的《春之歌》《全年叙

事歌》《吃新歌》等即是典型代表｡这些歌谣､谚语既在日常休闲的间隙传唱,也在集体仪式场合诵唱,其中蕴含的生态知识､精神

理念等得到了较好的发扬和传承｡ 

以广播､横幅､标语､贴画､警示牌､宣传册等为载体,古歌､古理宣扬的生态意识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结合,得以广泛

宣传｡在2018年,虎河村根据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结合村庄实际,以议榔的传统方式制定了《文明公约》｡除了在

寨门处张贴以外,还分发到各家各户｡《文明公约》的内容中就有“绿化家园､美化村容､卫生环境､讲究保护､规范用火”等事项｡ 

注重正向激发村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增设奖励型教育规约｡例如,对环境卫生保护的先进户､先进个人进行补贴和奖励;对

自觉维护山林､绿化的个人和家户进行表彰､给予政策倾斜等｡这种正向化激励措施有利于进一步调动村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其次,批判继承,促成传统惩戒型生态榔约向合法､合理的新型“罚则”转化｡传统惩戒型生态榔约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民间

规范,但在实质上却具有“法”的属性,其从制定到执行的一系列环节都是在村寨内部完成的,对人的财产､身体甚至生命的剥夺

也都由村寨自主裁量和执行｡而这一点明显与现代国家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相悖｡此外,在实际裁量过程中,传统的惩戒方式带

有重罚､裁量标准模糊等缺陷,应用到现代村庄治理之中仍需进一步权衡和完善｡虎河村辩证地认识到了传统惩戒型生态榔约的

上述特点,对其加以修改和完善,融入现代生态规约之中｡最能体现“罚则”属性的即是现代《村规民约》和《山林管理碑约》｡ 

新型生态规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律法规为制定依据,规约内容符合

国家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生态规约中,传统的“游场”羞辱刑,以及一些危及身体安全的刑罚都已剔除｡当违规事件超出村委

会处置能力范围时,转由国家相关部门处理｡例如,在山林保护规定中,对于不按照采伐证指定数量而“大砍､乱砍山林的,由林业

部门按有关细则处理”;在水源保护方面规定,对于“破坏､污染水源的,视情节轻重报送公安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新型生态规约中的处罚措施灵活多样｡具体来说,有罚款､罚“4个120”､罚“警醒教育餐”､孤立等多种方式｡罚款是最为常

见的处罚方式,因而标准也最为精细,这一点将在下文具体呈现｡罚“4个120”继承自传统榔规,是针对引发山火者的惩罚,规定

“违反者付一头猪(120斤)､米120斤､酒120斤､鞭炮120斤和一只鸭洗寨”｡罚“警醒教育餐”针对的是严重污染水源者,规定

“违规者负责洗塘,负责全村警醒教育生活一餐(3600元人民币)”｡孤立针对的是“破坏与侵占风景树､私埋损毁界碑”的,规定

“把他家当外村人,他家有事全村不得帮忙”｡由此可见,村庄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惩罚村民的违规行为,既对违规者本人起到

了惩戒作用,又对其他村民起到了警示､震慑的作用｡ 

新型生态规约充分结合地域实际和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条文设计精细,可操作性很强｡最为典型的是对森林资源保护的规

定｡例如,《山林管理碑约》中对偷伐､滥伐林木行为的处罚,所砍的树种､数量不同,处罚标准也不同｡“有意砍桥或村边风景树,

每刀罚150元;偷扛杉､松等原木,一节罚款100元;偷砍一根竹子罚款100元;偷砍柴火的,被捉拿到一次罚50元(不论数量多少)”｡ 

对于水资源､田土资源等的保护也形同此理｡例如,《村规民约》中针对水源安全问题,按照“投粪便､投毒物”“放牲畜进山

塘洗澡”“人擅自在山塘洗澡”三种不同类型分别处以5000元､1000元和500元罚款｡针对田土资源保护,规定“割田坎,上2.5丈

､下1.5丈(指靠山或独丘),栽有茅草情况,在不影响稻秧成长的前提下,上坎以1.5丈,下坎以5尺｡土边,上割1.5丈,下割5尺,道路

水沟,上6尺,下3尺,小道小溪看事来行｡”对过度割田坎､割茅草的行为按照“影响稻秧成长”“影响田土四周草､杉､松､

木”“影响小道小溪”这三种由内及外､不同范围内的破坏,视其破坏程度处以300-500元的罚金｡ 

四､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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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虎河村生态治理走过了从传统到现代､从自主治理到合作共治的发展过程｡传统村庄以寨老权威为治理主体,以生

态榔约为治理规则,规范村民行为,注重生态意识教化,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稳定､良好的互动关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家“总体性支配”格局逐渐形成,村庄内生治理资源被忽视并压制｡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土地承包制引发的林地生态问题,村庄

主动重启寨老制度解决生态失序问题,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延续这一思路,最终形成以村民自治为主､寨老治理为辅的共治主体结

构｡在治理规则方面,村庄充分吸收传统生态榔约的有益成分,结合当下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形成新型生态规约并不断修订完善,

重现了村庄良好的生态风貌,重塑了村庄的生态优势｡虎河村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地方生态治理具有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激活地方治理的内生力量,充分发挥其自主治理能力｡中国生态治理的经验表明,仅靠国家外部力量推动,而缺少地方

内部力量的参与,结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出现国家生态治理“治而无效”“推而不进”的现象｡虎河村的经验告诉人们,生态治

理必须从地方实际的利益诉求出发,充分发掘､引导､吸纳､培育民间权威组织,使其形成辅助村民自治､维系村庄秩序的重要内生

力量,从而激发地方自主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多元主体生态共治局面的形成和完善｡ 

其次,批判地继承地方生态治理传统,充分发挥传统规范的积极作用,引导其与国家法规实现良性互动､规则共治｡当前中国

生态问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单纯依托国家法规或者地方传统规范都无法实现有效的生态治理,必须建设传统与现代规范､非正

式与正式规范共存共治的格局｡一方面,推动不同规范各展所长,“各显神通”｡对地方传统规范秉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充分挖掘

和汲取其精华,剔除与改革其糟粕,将其中蕴藏的大量丰富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运用到国家治理触角延伸不到的地方,打通地方生

态治理的“神经末梢”｡对国家法制法规则充分发挥其引领和主导作用,把控生态治理的大局,及时对地方的生态治理行为纠偏､

纠错｡另一方面,推动多元规范间相互配合,“互通有无”｡国家生态治理规则之所以在地方出现弱化､偏向,乃是由于地方粗糙

“移植”制度,而未依据实际情况“嫁接”制度｡应当认识到,在治理过程中,国家法规与地方传统规则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不仅国家能够实现话语开禁,部分地吸收地方传统知识至国家法律法规中,地方也能够在正确领会国家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实现

传统生态治理规则的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既合法合理､又合村民利益的新型生态规约,从而具有更为广阔的作用空间｡ 

最后,发掘与培育生态文化自觉,促成生态治理“中国经验”的发声与展示｡费孝通先生曾就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化发展问题

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提醒“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

的发展趋向”｡①7这一理论具有高度丰富的内涵,既提醒人们注重对其本民族文化的认识､认同和反思,又展现了对其他民族文化

的关怀和尊重｡而生态文化自觉则是文化自觉的一个侧面,意指人类在充分认识､反思其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虎河村的实践可以视为充分发挥生态文化自觉的典型个例,村庄不仅深刻认识并反思自然生态的重要性,而且自觉发

挥主观能动性,批判地吸收传统内生治理资源,最终实现了人与生态协调发展｡中国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内在机理,

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措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在今后的进一步治理过程中,应当促进实现高度生态文化

自觉的形成,努力发掘更多的“地方经验”“地方榜样”,促成“中国经验”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声与展示｡ 

(致谢:衷心感谢陈阿江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及悉心指导｡) 

                                                        
7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期｡ 


